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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陌生人”理论在西方

社会的历史流变以及政治传播价值

柯　泽

摘　要：无论是齐美尔、帕克还是鲍曼，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层面去界定 “陌生人”为何物，从社

会学角度去研究 “陌生人”在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陌生人”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社会人口结

构和社会分层，如何改变了社会互动以及互动结果。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触及 “陌生人”的政治角色以及
“陌生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传播功能。从政治学角度研究 “陌生人”的政治学含义和政治价值，尤其

是研究 “政治陌生人”在西方网络社会中的政治传播价值，体现了 “陌生人”理论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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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齐美尔到鲍曼：“陌生人”理论的社会学含义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是现代诗的开创者，他的诗歌表达了现代人的
孤独感以及愤世嫉俗的反叛精神，当然也深深烙下了他自己出生成长的精神创伤。波德莱尔最早在
其散文诗 《异邦人》中对 “陌生人”进行了描述，诗人以设问开篇：“请问，你最爱谁，谜一样的
男人？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妹妹或者说你的兄弟？”诗人自答，自己其实是一个 “没有父
亲，没有母亲，没有姊妹，没有弟弟”的异邦人，这个异邦人甚至没有爱情，没有女神，没有上
帝，憎恨黄金，他只是喜欢浮云［１］（Ｐ３７１）。波德莱尔以现代诗的形式将现代人的精神孤独和创伤淋漓
尽致地揭示出来，引起了世人的巨大情感共鸣。但是，他的异邦人概念更多的只是具备文学色彩。

如果说波德莱尔首次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了作为 “陌生人”的异邦人及其精神世界的话，德国学者
格奥尔格·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则是最早在社会学意义上揭示 “陌生人”概念的社会学家，在其

１８０８年发表的短文 《陌生人》中，他提出了 “陌生人”概念。他认为 “陌生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地
人或者流浪汉，所谓 “陌生人”是 “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是潜在的流浪人”［２］（Ｐ３４１）。
齐美尔特别指出，与那种置身于边界以及地域空间确定的当地人相比，“陌生人”总是带有异质化的
品质，这种异质化的品质不可能产生于当地人内部，它是造成冲突并带来变化的重要因素。

作为德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非常关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冲突等诸多问题，关注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他还特别关注货币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社会阶层和社会流
动，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结构。在１８９６年发表的 《现代文化中的货币》一文中，齐美尔提出，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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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币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从而松动和瓦解了中世纪以来形成并固化了的各种市场社区、封建团体：
“在中世纪，人受到约束，隶属于一个社区，或者一处地产，隶属于一个封建的团体，或者一个社团；
他的个人人格被融化进各种客观物质，或者社会的利益圈子，而后者具有直接支撑着它们的人员的性
质”［２］（Ｐ６７）。但是货币的出现使得现代人 “依附着多得无可比拟的供应者和货源，他的生存每时每刻都
是建立在千百种由货币利益促成的结合上”［２］（Ｐ７１）。齐美尔的逻辑是，货币的出现催生了大量流动性的
商人和贸易，促进了跨地区交易，瓦解了封建经济秩序，催生了市场经济、现代组织机构以及社区的
发育；一个处处充满 “陌生人”的社会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结构，而且由于货币将人从具体的财产形式
以及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客观性和非人格化特征，货币同时也提升了人自身的
“自主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齐美尔的货币理论与随后提出的 “陌生人”理论一脉相承，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的欧洲已经普遍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跨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迅
速，世界各地都市化进程发展迅猛，民主制度建设也在草创之中，这一切的背后都与货币流通和
“陌生人”流动戚戚相关，而在这一宏大的社会变动之中，“陌生人”作为一个滚雪球般急剧扩大的
社会群体，它会产生何种异质化的东西，如何将新的东西注入传统社会？新旧社会阶层将会发生何
种冲突，二者将如何顺利融合？ “陌生人”对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将会造成何种影响？
“陌生人”又如何形塑自己的人格，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所有这些问题都隐藏在齐美尔提出的
“陌生人”概念之中。

“陌生人”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齐美尔更加愿意以社会唯名论的
视角切入去理解社会构成和社会本质，他认为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社会互动是社会的本质，
“陌生人”就是欧洲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异质化的新人类，齐美尔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新人类
的足迹，迅速将他们纳入到形式社会学的诠释框架之中。与之对立的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为代表的社会唯实论，后者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事实，社会的本质是道德、习俗、
制度这类观念形态的东西，正是这类抽象的观念和原则支配着社会运行，同时也支配着人的社会行
为，涂尔干将具体的个人以及人们之间的鲜活互动排除在社会之外，从而否定了个体的存在。

相对于传统人群而言，“陌生人”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在欧洲历史发展中，这种新人类伴随着
自由市场、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而出现。１６世纪以来，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国际贸易兴起、工
业革命发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批固守在农村的原住民开始涌入都市，他们成为产业
主、资本家、银行家、工程师、商人以及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们完成了居住地的空间转换，完成
了职业身份的再确立，完成了生产方式以及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当然也引发了社会关系的转变：
“陌生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他们彼此之间将如何互动？他们将重塑何种社会关系？他们将在形
式社会学框架中获得怎样的诠释？在齐美尔看来这些问题必须得到理论解决。

如果说在齐美尔那里，“陌生人”还仅仅是停留在一个社会学概念上的话，在第二代社会学芝
加哥学派主将罗伯特·帕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Ｐａｒｋ）那里，“陌生人”已经开始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演变为
一种带有应用性质的全新社会学理论。１８９９年帕克留学德国洪堡大学，他曾经选修齐美尔主讲的
社会学等课程，并深受齐美尔形式社会学思想影响。１９１３年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启了所
谓的都市生态研究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研究对象就是当时高度移民化和种族化的芝加哥大都市，尤
其是从美国农村和欧洲各地涌入到芝加哥的新移民。帕克确定地说：“美国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
以划分为两个阶级，即那些已经到达城市的人，还有那些暂时没有到达城市的人。”［３］（Ｐ１２１）据统计，
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３０年的二十年间，芝加哥人口从２１８．５万扩展到３３７．６万，人口增长１２０万，其中
三分之二的人口为移民的后代［４］（Ｐ１１４）。在帕克眼中，这些新移民就是齐美尔所说的 “陌生人”。毫
无疑问，帕克对这些 “陌生人”的关注是典型的社会学方式：他一方面关注所谓的 “都市结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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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就是产业聚集、资金流动、人口流动、劳动力的分布、职业取舍等等，这是 “陌生人”对稀
缺社会资源的竞争，也就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体现的是城市发展的 “自然史”。帕克更加关注
的是所谓的 “都市行为”问题，他注意到在芝加哥移民社区，尤其是贫民窟的所谓 “边缘人”中广
泛存在着道德失序、心理失序、行为失序以及社会失序问题［５］（Ｐ２７０－２７１）。面对芝加哥 “边缘人”中
存在的问题，帕克显然是以社会学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始终强调互动、交流、传播在
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始终强调爱、理解、尊重、道德等主观性因素在缔结共同
体中的重要性。帕克希望通过反射、调节、沟通和协商在 “边缘人”和主流人群之间形成共识，从
而化解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他的理论既是对齐美尔、库利、米德等人社会互动理论的继承，也是
基于芝加哥这个 “都市生态试验场”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正是帕克将齐美尔的 “陌生人”概念以及
米德所代表的符号互动理论带入到社会学的应用层面。无论如何，在帕克所处的时代，人们对 “陌
生人”对社会可能的影响已经产生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２０世纪后期以来，齐格蒙特·鲍曼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在现代性语境下极大发展了传统的
“陌生人”理论。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种与理性、秩序和完美相关联的社会状态，要实现上述
美好目标，人类发明了道德、伦理、法律等教条对人类行为予以约束，特别是以福特式的生产方式
去强制规范生产岗位、生产工序以及生产流程，以满足资本对利润和秩序的要求。福特主义是那种
“掘壕固守”式的生产方式，它 “用铁丝网和壕沟来标明它们的边界，同时将堡垒建得足够大”。
“沉重的资本主义迷恋于庞大身躯和大的规模，且由于这一原因而迷恋于边界，迷恋于使它变得滴
水不漏和不可逾越的东西。”［６］（Ｐ１１０）在现代性社会中，资本严重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这体现了现代性
对空间的依赖，它一方面限制了社会成员的流动，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本也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对稳
定的职业，因此鲍曼认为现代性社会是一种相对固化、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社会。

然而，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鲍曼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是一直流动的社会性，
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越来越脱离土地和生产线，越来越摆脱空间的束缚，成为一种 “轻灵和流
动”的、偏重时间的东西。流动的现代性造就了消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它使得个体更有可能朝
着自由的方向发展，但是流动的现代性也造成了人的疏离感、破碎感，尤其是由于资本对土地和劳
动力等传统空间因素的依赖大大降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脆弱。

流动的社会性不仅造就了少数倚重资本和技术、周游世界的 “观光者”，也造就了更多风雨飘
摇、朝不保夕的 “流浪者”。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分化绝不仅限于所谓的 “观光者”
和 “流浪者”。在 《门口的陌生人》等著作中，他将区域战争、人道灾难中的难民定义为这个时代
的 “陌生人”，认为他们同样是流动现代性的产物；他把冲突地区设置的难民营以及现代都市中广
泛设置的门禁、摄像头、监控、侮辱性的回音室 （Ｅｃｈｏ－ｃｈａｍｂｅｒ）等都视为对 “陌生人”的排斥和
歧视，视为对 “陌生人”的一种态度，并警告说：“避免现在的不适以及将来可怕后果的唯一出路，
就是放弃上述危险的隔离政策，而正视当今时代 ‘一个地球，人类一体’的现实挑战”［７］（Ｐ１９）。

显然，鲍曼是在现代性和流动现代性的语境中去探讨新的 “陌生人”形态及其出现的根源，他
们引起了什么样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以及如何处理所谓的常态社会与 “陌生人”的关系，他
的问题提出的方式和解决方式与帕克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 “都市生态研究”并没有太大区别。不
同的是，在鲍曼眼中 “当代陌生人”是一个更加需要呵护、包容和施舍的脆弱群体，而不是一种像
齐美尔眼中那样带有异质化品格，在与传统人群和社会冲突中能够向历史和现实注入新的内容、推
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因素，这也体现了鲍曼对现代社会的悲观。

二、“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含义及其政治价值

在 “陌生人”理论的社会学视域中，“陌生人”被看作置于社会互动视野中的特殊个体，“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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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论强化了以社会互动为基本框架的社会唯名论思想。“陌生人”理论关注的是 “陌生人”之
间以及 “陌生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紧张社会关系，理论关切点在于如何通过沟通交流和接纳融合
减缓这种矛盾，帮助 “陌生人”融入主流人群，这也类似于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个案研究。但是从经
验层面上看，“陌生人”概念中先天隐含着丰富的政治学涵义。“陌生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其理论意义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学领域。“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含义以及
“陌生人”的政治价值有待继续发掘。

在西方文明语境中，“陌生人”是那种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剧变的新的人群。人们对所谓异质化
的 “陌生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１５１７年路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造就了
欧洲的新教徒，新教徒奉行 “因信称义”，与罗马天主教发生尖锐冲突，并引发了整个欧洲对新教
徒的持久迫害。但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认为，正是因为新教徒对 “因信称教”“上帝预选”等
教义的笃信，他们节制欲望，勤勉工作，才造就了特有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当

１６２０年 “五月花号”帆船搭载着新教徒踏上美洲新大陆后，这些新教徒成为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
先驱。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奉行启蒙运动 “博爱、平等、自由”的革命口号，废除了封建专制，将
平民推上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招致了欧洲贵族阶级和精英阶级的仇恨，但是正是这些走向历史舞台
的平民最终推翻了贵族君主制度，迎来了一个民主降生的新纪元。有感于几千年来西方基督教理性
精神对人的压抑，１９世纪后期尼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著作中公开提倡超人哲学，他所谓的超人就是抛弃上帝，抛弃传统，具有超强权力意志，具有最高
“道德”能力的新人类，欧洲人对这种特立独行的新人类怀抱着深深的恐惧，这种学说无疑带有日
耳曼血统优越论的腔调，它强烈激发了各种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成为日后纳粹种族主义产生的重要
诱因。众所周知，希特勒 （Ａｄｏｌｆ　Ｈｉｔｌｅｒ）就是依靠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类思潮，迷惑众人，将
德国和世界拖入战争泥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谓超人就是当时德国和欧洲的 “陌生人”。

社会学者眼中的 “陌生人”是那种离群索居，独来独往，保持着独立人格的特殊个体，但是另
外一方面，“陌生人”又随时准备将异质化的内容带入到主流人群中，这些异质化的东西往往成为
“陌生人”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助推力量，也是令 “熟人社会”感到惧怕的东西。正是因为 “陌生人”
具有如此强大的政治能量，传统社会对 “陌生人”基本上持有排斥的态度。然而，“陌生人”境遇
的改变始终伴随着文明进程层次的提升，或者说在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 “陌生人”的崛起而加速
了文明的进程。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诸如霍布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卢梭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都设想过人类经历过某个原始时期，那是一个完全以血缘、氏族、亲属关系为纽带
的宗族部落时期，在每个宗族部落内部，所有成员都是熟人关系，部落之间也很少相互往来，人与
人之间相安无事，卢梭认为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青春［８］（Ｐ１２０）。由于地理的阻隔，交通不便，也由于
生产力水平落后，生产规模局限于有限区域，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非常有限，“陌生人”不仅极
其少见，还被视作异类。但是私有观念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对多余财产和资源的争夺，人与
人之间终于发生争端，甚至战争，随后便出现了阶级社会；因为客观上需要一个第三者对这些争端
进行公正仲裁，个人就必须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交给第三者，并代理每一个个体行使权力，由此个人
与仲裁者之间就必须签订契约，明确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利，仲裁者保证恰当行使个人让渡的权利，
这一理论被称之为社会契约论，这一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也为 “陌生人”的出场预设了伏笔。

显然，仅仅依靠血缘、宗族、部落连接的社会是原始落后的社会，文明社会的诞生不仅仅需要
另外一类异质化的人，同时也需要异质化的法条去催生和孵化，后者就是契约精神、自由贸易和法
律秩序等等，城邦和国家就是这种契约的产物，它们出现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解体原始的血缘关系，
让大量异质化的人走出血缘、宗族、部落，将大量异质化的人从原始人群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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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之中。无论每个个体来自何方，说着什么样的语言，沿袭哪种习俗，信奉何种宗教，具有何
种身份，他们都必须遵守契约精神，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财富，同时服从法律秩序，在很多历史时
期，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陌生人”。伯尔曼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Ｂｅｒｍａｎ）认为：“１１、１２世纪的新城市和城
镇都是宗教的联合，它们中有许多是誓约公社 （共谋集团），那些皇帝、国王、公爵、大主教或其
他宗教人士主动建立起来的城镇，正是通过一种法律行为，通常是授权特许状而建立的，特许状由
宗教誓约来确认。”［９］（Ｐ３９）金观涛也认为：“西方早期封建采邑和封臣制度虽然说是一种等级秩序，但
其基础是私人契约，故人们不得不从罗马法中寻找其正当性根据。”［９］（Ｐ４６）

国家如何得以建立？社会如何得以构成？人群如何能够聚集？秩序如何得以建构？这些不仅是
霍布斯、卢梭、洛克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也是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黑格尔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
一直穷究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好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因为自由
市场是一只 “无形之手”，它能够自发调节资源，自发推动生产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向
和分配，自发形成合理价格。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市场能够自发生成道德秩序，因为自由市场中的每
个人要顺利完成生产交易，就必须考虑到他人的需求，道德由此而产生，人与人也由此而连接在一
起。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不仅造就了经济秩序，还造就了道德秩序。人类要进入文明社会就必须解体
建立在血缘、宗族、部落基础上的原始组织，而且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必然是建立在契约精神、
自由贸易、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等基础之上，它们是连接文明社会中无数陌生人的真正纽带。

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研究，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 （Ｊａｍｅｓ　Ｖｅｒｎｏｎ）的 《远方的陌生人：
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注解。弗农关注的是现代性的由来问题，他
并不像一些史学家们那样认为，英国的现代性仅仅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他将现代性
的起源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归因于更加具体可感的现实因素。弗农著作的基本观点是，英国之
所以能够早在１９世纪就完成现代化，是因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以及帝国领土扩张，从
而 “创造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１０］（Ｐ３６）。早在１８７１年，英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个所谓的 “城市
主导型社会”（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其最基本特征是大都市的出现以及大量陌生人口的
聚集。１８８０年伦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当时英国人口的半数以上都迁徙到城市［１０］（Ｐ２３－２４）。因
为需要有效管理陌生人社会，英国率先创造了包括匿名官僚体制、现代人口普查、地理测量、税
收、国民保险、邮政系统、选举制度、民意调查等现代化的机构和机制。因为需要进行 “超地方”
的远程国际贸易，大量生产工厂、商贸公司、社团机构等社区组织应运而生，并且创造出货币体
系、金融市场、股票交易、股份公司、企业巨头以及印刷文化、金融新闻业等贸易手段和方式，这
一切成为英国完成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

“陌生人”的政治价值不仅体现在促进了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体现在更为直接的政治过程中。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陌生人”全面渗透到传统社会中，或者说传统社会也经历着全面的 “陌
生人化”，“陌生人”与熟人社区在数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日益 “乾坤颠倒”，“陌生人”的政治意志、政
治行为越来越成为社会政治过程中无法忽视的环节，“陌生人”的政治价值也由此而愈加凸显。

在２０２０年的美国大选中，帕克式的 “都市生态学”研究的社会学问题以政治学面貌重新显现，
以非裔美国人、少数族裔、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为代表的 “陌生人”将大量选票投给美国民主
党，直接帮助拜登 （Ｊｏｅ　Ｂｉｄｅｎ）最终问鼎美国总统。毫无疑问，在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的美国
社会，人们会更多地以血缘、种族、族群、多元文化这类原始标签去界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越来
越多主流社会之外的 “陌生人”成为合法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尽管主流社会不愿意看到社会政治
意识朝着以血缘、族群为标志的原始化方向聚集，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也经常成为一个事实。早
在１９９６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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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就以非常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隐忧。他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多文
明并存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国内族裔力量日益倾斜的一种恐惧，因为美国战
后最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是，它吸纳了太多非裔、亚裔等来自世界各地的 “陌生人”，白人人口在
总人口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以白人为基础的基督教文明正在被削弱和瓦解，“陌生人”的政治意志
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压倒白人。２０２０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大选期间发生的 “黑命贵”等带有种
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标记的所谓民权运动又一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

三、互联网时代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出现以及政治身份重塑

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无疑造就了越来越多的 “陌生人”，网络社会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整个
社会的陌生化，催生出无数活跃在虚拟空间中的 “网络政治陌生人”。这类 “网络政治陌生人”在
现代社会中开始扮演全新的政治传播角色，也正在拓展和丰富传统 “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内涵。

其一，“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出现。传统政治行为主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政治行为
一般发生在可见的物理空间：人们在各种建筑大厅举行会议，在大街小巷展开集会，在规定的场所
进行表决或者投票，在学校、餐馆或者家庭内部进行日常性的政治讨论和意见沟通，这是一个大家
都知道彼此是谁、谁在干什么、谁在怎么干的真实世界。但是网络社会出现之后，政治行为被大量
移植到网络虚拟平台，人们经常以匿名方式在各种社交媒体或者虚拟社区发表意见，举办政治集
会，举行政治投票，进行各种政治动员；人们不知道，通常也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属于何种性
别，属于哪个党派或社会阶层。虚拟社交平台中的政治行为经常是隐匿了身份信息的隐性行为，网
络上的每一个人相对其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过去以空间距离来区分陌生人的传统标准界线完全消
失，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虚拟空间。这种活跃在网络社会，积极扮演政治角
色，开展政治活动的人可以称之为 “网络政治陌生人”。

由于网络社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通讯手段， “网络政治陌生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
能够借助于文字、音频、视频、表情包、动画、虚拟仿真等极为丰富的现代网络技术手段，针对各
种政治话题或政治事件进行超视距聊天、讨论、争辩、跟帖、评论，发起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种
政治集会，完成各种民间和官方的选举投票，以此在网络社会中集聚，形成巨大的舆论、民意和政
治能量。在中东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网络政治陌生人”不断将虚拟政治能量带入到现实，在一
些地方促成了重大社会变化，例如２００３年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相继发生 “天鹅绒革命”，

２０１０年的突尼斯的 “茉莉花革命”引燃了 “阿拉伯之春”运动，“网络政治陌生人”在这些政治运
动中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作用。

其二，“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再原子化和再自我化趋势。现代大都市兴起之前的社会是一个人群
散居的社会，人们彼此之间联系松散，个人以一种彼此孤立的原子化方式存在，这种状况被认为特别
不适合政治意识的发育，也不适合民主社会的发展。塔尔德 （Ｊｅ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ｒｄｅ）等西方学者正是从
这一角度切入，考察了现代报刊的出现对公共舆论以及个体政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他把那些散居各
地，彼此之间甚少往来的原子化存在的人定义为群众，而把那些通过报刊联结起来的人视为 “精神关
系的组合”，也就是公众。塔尔德认为，公众是 “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
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的组合”［１１］（Ｐ２１４）。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组合体现了社会的
精神发育和成长，是民主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未曾言明的意思是，现代报刊就像是社会的神
经中枢系统，将散居各地的原子化存在的个体贯穿连接起来，从而培植政治意识，促进社会民主。

库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ｒｔｏｎ　Ｃｏｏｌｅｙ）、米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和杜威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等美国
本土学者显然继承和发展了塔尔德的思想，他们都认为民主制度的运行有赖于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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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孵化，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强调报刊等现代传媒的精神联结作用之外，还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
真实互动以及真实的社区在造就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中的作用，他们所期待的是，政治意志、精神
共同体沿着现实社会中大规模人群聚集、社区建构、大型都市化发展这样的物理性方向发育繁盛，
而不是沿着社区失落、生存原子化的个体化方向发展。为此，库利提出了首属群体、镜中我等理
论，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杜威提出了精神共同体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真实的人群聚集
以及真实的社会互动。然而，二战之后欧洲经历了深刻的 “社区拔根”运动，都市人口开始向郊区
和乡村迁移，城市社区逐渐衰落，尤其是网络社会出现后，虚拟社区迅速挤占和取代真实社区，社
会真实互动开始大量被虚拟互动所取代，个体的社会存在朝着网络原子化方向急剧倾斜，愈加背离
了库利、米德、杜威等民主理论家们有关个体存在社区化、都市化这种物理性发展假设的期待，网
络政治陌生人甚至完全脱离了真实的社区空间和时间，个体成为网络世界真正的原子化存在。

然而，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再原子化不同于 “社区拔根”运动中由于人们物理上的疏离和区隔而
发生的个体原子化，也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等精神共同体的衰落；
恰恰相反，由于网络社会高度的开放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网络政治陌生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自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个体化特征。

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在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就尖锐批评了个体化过程中工业化所强加给人的制度化和标准化。
他认为，在当时德国所兴起的个体化浪潮意味着 “个体的人生脱离了既有设定，这样的人生保持开
放，依赖决策，就像是每个人的行动使命”“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的个体化意味着人生具有了 ‘自
反性’，社会先赋人生转化成了持续自我生产的人生”［１２］（Ｐ１６６）。他甚至认为这种个体化体现了 “第二
现代性”（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它与建立在启蒙运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所具备的 “第一现代性”，
也就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形成对照，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因循很多
启蒙运动的规范教条，相反，基于网络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个体性则更加开放自主［１３］（Ｐ１７８－１７９）。
乌尔里希·贝克言及的个体化过程非常契合今天人们面对的网络社会，从这一点来看，“网络政治
陌生人”的再原子化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个体自我选择以及自我强化的政治意志，而且每个人都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趋势成为网络政治陌生人成长的沃土。

其三，“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重塑。在网络社会崛起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个体政治意
志的形塑极大受制于真实的社区和社团因素，受制于传统媒体传播的各种政治信息，发生在家庭、
学校、社区、社团中的互动、交谈、教学、会议、仪式等等也都成为个人政治意识的重要来源。尤
其是，政治议题和政治讨论基本上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垄断，人们直接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被严重限
制和剥夺，个人政治意志事实上处于被抑制之中，或者被主流媒体所掌控的议程设置所左右。传统
媒体传播的新闻报道、政治讨论、政治事件等等也在潜移默化培育着个人的政治意志。

然而，在网络社会中，个体政治意志的形塑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全球性带来的流动性以及网
络社会的崛起意味着社区、社团以及社会互动等物理边界的拆除，大规模人群的流动性增强和网络
虚拟空间的出现，这两种趋势相互叠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加剧。以推特、脸书、优
兔为代表的数字社交媒体在短短十几年间催生了海量的 “政治陌生人”，“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
在网络空间中快速重塑，伴随着 “社区拔根”而出现的政治参与冷漠迅速加温，个体参与政治的热
情重新被激发出来。

此外，网络虚拟空间中 “政治陌生人”的聚集方式变得快速灵活，线上线下政治行为切换机制
日益成熟，政治行为成本急剧下降。传统政治行为基本上发生于可见的物理空间以及不可逆的线性
时间轴线之中，同时也受制于社区社团之中的熟人关系，政治行为的效能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网络
社会中的虚拟空间不但成为政治意志孵化的良好场所，也成为海量 “政治陌生人”聚集的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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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新的 “超视距”“超现实”虚拟时空中，人们政治参与的机会变得更多，政治参与的方式更
加迅速快捷，手段更加丰富灵活，政治行为的成本开始变得低廉。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空间中的政
治聚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迅速转化为线下政治聚集。伴随着政治行为的线上线下切换机制日趋成
熟，现实社会中的 “陌生人”与网络社会中的 “政治陌生人”高度混杂融合，甚至连体合一，传统
社会中的 “陌生人”政治效应在网络社会中被极限放大。

四、余论：“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历史再回溯以及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

在传统政治学视域中，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最早将人视为一种政治动物，他认为政治的最
终目标是善和美德，确保每个人能够过上道德的生活，而城邦是实现美德政治的最好形式，“城邦
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
物”［１４］（Ｐ７）。人的政治属性被确立以后，剩下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亚里士多德
的答案是建立城邦制度，也就是说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是群居聚集，建立组织机构，孤独的个
体断然形成不了组织和社会，不存在一个人的政治。历史上人们解体血缘关系，走出种族部落，建
立城邦城市，缔结现代国家诚然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是追逐政治，实现政治目标的过
程。人群聚集规模的逐渐扩大，社会组织机构的日趋复杂，商业活动的去地方化和国际化都意味着
陌生人如滚雪球般汇入更大的陌生人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出自人类的政治天性，
也必然出现结社组党、集会游行、投票选举等等特殊的人群聚集形式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从中不难
看出政治过程中从人到 “陌生人”，再到 “政治陌生人”这样一条天然的政治演化逻辑。

传统政治活动显然严重受制于自然空间和时间。由于自然地理空间和自然时间造成的人类迁徙
的阻碍，人类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地方性特征。人类交往，包括政治交往也很大程度上被
限制在地方熟人圈子中。种族、民族、文化以及地理往往是现代国家得以缔造的重要因素。英国政
治心理学奠基人沃拉斯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ｌｌａｓ）也认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江河走向、高
山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条件划定的［１５］（Ｐ１７６）。如果说历史上大量 “陌生人”和 “政治陌生人”的出现确
曾影响了无数政治进程的话，由于科学技术的制约和自然时空的阻隔，人类并没有能力催生出数量
更多的 “陌生人”，包括 “政治陌生人”，从而更加有力地去影响和改变政治进程，正是互联网和网
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 “时间之死”和 “空间之死”，意味着 “地域的消失”，也意味着人的感
觉、知觉和能力的空前延展。网络社会的崛起则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被完整或者
部分移植到虚拟时空之中，人类政治活动的门槛被悉数拆除，与政治相关的交往、筹款、言论、组
织、集会、游行、示威、投票等等几乎能够以零成本在虚拟世界中进行，虚拟世界中的政治活动完
全能够在相互陌生的人们之间发生，或者说，网络社会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陌生人，这是一个 “网
络政治陌生人”登场的时刻，它是历史上传统 “陌生人”和 “政治陌生人”的延续。“网络政治陌
生人”就是那些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中血缘关系、族群关系、利益关系，彼此之间也完全陌生，在
网络虚拟空间中基于某种政治共识而进行政治活动的人群，网络媒介彻底消除了自然时空障碍，使
得 “网络政治陌生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行为影响力自奥巴马 （Ｂａｒａｃｋ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Ｏｂａｍａ）时代以来在美国总统选
举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和验证。在最近几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和选民在各类社交
媒体平台上开始高度互动，催生了无数 “政治陌生人”，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有研究显示，
在２００８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就打造了自己的竞选网站 （Ｍｙ．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ｃｏｍ），创立了３．５
万个群组，注册用户超过１５０万人，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奥巴马竞选视频的观看总时长达到１　４５０小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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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Ｙｏｕｔｕｂｅ用户上传支持奥巴马的视频高达４４万个，在其竞选官网上留下了４０万篇博
客［１７］。竞选双方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以及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等。
在２０１２年的总统选举中，高达４０％的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进行政治参与［１８］。在２０１２年奥巴马在民
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总统接受提名演讲，其支持者每分钟发布超过５万条相关推文，会议期间共发
布了近１　０００万条直接相关推文［１９］。２０１２年３月奥巴马的推特粉丝超过１　２００万，名列全球推特粉丝
第八位，２０１３年７月其粉丝数量达到３　４５０万人，２０２０年６月奥巴马的推特粉丝达到破纪录的１１　９４６
万人，位居全球第一名。这些天文数字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在涌动，
他们通过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政治。

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被普遍认为是依靠推特意外胜选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
早在２００９年３月特朗普就开通了其个人推特账号 “＠ｒｅａｌ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研究表明，至２０１７年４
月８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共发布推文３．４７１　４万条，从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在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当选
美国总统，共计发布６　２１４条推文［２０］。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互动高达１．８１
亿次，远远超过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总和［１７］。相关研究显示，“２０２０年９月至１０月美国总统竞选
最为激烈的阶段，特朗普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共发了７２０个帖子，获得１．３亿次关注，在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上发
了８９个帖子，而拜登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发了３１７个帖子，获得１　８００万次关注，在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上发了

１４９个帖子”［１８］。特朗普推特上的粉丝最高峰的时候超过八千万人，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也就是特朗
普的支持者占领国会后两天，脸书和推特公司先后发表声明，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理
由是担心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进一步的政治暴力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交媒体巨头及其背
后的政治力量对 “政治陌生人”的恐惧。

美国一些重要的政府公共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发挥政治影响力，据统计美国国务院
的主要公共外交部门共维护超过２８８个脸书主页、近２００个推特账户和１２５个ＹｏｕＴｕｂｅ频道［１９］。

２０００年世界上就有十几个国家开展了在线投票选举的政治实践，２００６年美国启动了国会选举在线
投票的创举，９６％和８６％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分别拥有自己的竞选网站［１９］。

每天活跃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海量 “网络政治陌生人”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各类社
交媒体是 “网络政治陌生人”活动的最为重要的场所。最近二十年来有关西方社会社交媒体与政治
参与、政治运动、政治行为等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领域。以颇负盛名的皮尤研究中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为例，其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专门开辟了社交媒
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网络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ｎｌｉｎｅ）、网络激进主义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等栏目，每年
发表和公布大量相关主题的调查和研究，这类研究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相互交织的
政治过程，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清晰看到无数 “网络政治陌生人”在西方政治过程中的角色扮演。

相关研究显示，２３％的美国人使用推特，其中６９％的用户从推特中获取新闻，大部分用户对
这些新闻表示信任［２１］。一项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到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大约四分之
一的美国成年人使用推特，他们的行为几乎都与政治问题有关，３３％的成年推特用户具有政治属
性，６１％的成年推特用户在上一年度至少参与了一项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政治选举、签名呼
吁、支持候选人、政治捐赠、推发和转推政治信息、基于政治和价值观购买或者拒绝购买某种产品
等等［２２］。另外一项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到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时间段，以一百万英语推特用户为样本
的研究表明，推特上最多见的政治行为是政治信息的转推，高达６２％的推特用户会转发各种政治
信息，而转发非政治信息的用户仅占３８％。在一些政治事件高峰期，推特上的政治活动也显著增
加，例如在２０２０年５月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首都和白宫遭受攻击事件以及
随后的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推特上的政治活动尤其活跃［２３］。

在政治行为线上线下切换自如，甚至同步发生发展的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厘清虚拟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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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网络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边界。２０２２年８月８日发生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前总统特朗普
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的突发事件立即引发了美国国内的舆论海啸。大量支持特朗普的公众 （他
们往往就是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别名）聚集在各类社交媒体中谴责声讨，这种线上政治行为很快
演变为线下声援和抗议。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８月１１日一个网名为里奇·谢夫 （Ｒｉｃｋｙ
Ｓｈｉｆｆｅｒ）的人武装攻击联邦调查局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办事处大楼，被警方击毙。仅仅一天之
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就刊出重磅新闻，揭示了这位网络政治陌生人如何藏身
于虚拟空间左右逢源，又如何肉身出界、化虚为实、实施犯罪的整个奇幻过程。这无疑是今天 “网
络政治陌生人”的生动个案［２４］。

《华盛顿邮报》８月１２日披露的事实包括：里奇·谢夫是曾经在美国潜艇服役的海军退伍军
人，也是特朗普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 “真实社交”（Ｔｒｕ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的活跃用户。“真实社交”是特
朗普竞选失败、其推特账号被注销之后于２０２１年自创的社交媒体。仅在被击毙前的八天中，里奇
·谢夫就在 “真实社交”平台上贴出了３７４条贴文，内容都是呼应特朗普对大选舞弊的指责以及特
朗普庄园被搜查，并公开声称 “准备杀敌”“杀死ＦＢＩ”，甚至公开鼓吹 “内战”。早在２０２１年４月，
里奇·谢夫就向特朗普的儿子发过一篇推文，说自己在 “真实社交”上开了账户，声称：“我在那
里等你爸爸。”在现实生活中，里奇·谢夫还是极端组织 “骄傲男孩”（Ｐｒｏｕｄ　Ｂｏｙｓ）的成员，这是
一个网络极右翼组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其头目被指控参与了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对国会的攻击。
特朗普庄园遭到搜查之后的几天中，“真实社交”的日访问量激增至７０万人，但是这个社交平台对
于里奇·谢夫等人的诸多极端言论并未删除［２４］。对于特朗普及其儿子，对于活跃在 “真实社交”
平台上的其他人以及对于现实社会中更多的人而言，里奇·谢夫都是一个绝对的 “陌生人”。《华盛
顿邮报》的这篇报道生动描绘了里奇·谢夫作为一个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生存状态，他如何在线
上线下之间频繁穿插，如何急于将自己的线上政治意志转化成线下政治行为，如何急于将自己还原
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人的诸多细节。

事实上，今天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和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网络虚拟空间这
两大趋势正在快速叠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加剧，我们每个人之间彼此正在成为 “陌
生人”，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不可见世界”的最大现实之一。活跃在数字社交媒体上的 “政治陌
生人”每时每刻都在对现实政治发生着真实而重大的影响。然而，这些 “政治陌生人”虽然活跃在
虚拟空间，但是并非生存于真空之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会话、交谈、发声、结社、群集、投票、抗
议、声援，其政治参与糅合了现代社会流动性特征、陌生人群体特征、虚拟社区群集特征、网络传
播技术传播特征等全部优势，遵循着 “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病毒式感染”等传播心理规律，传
统社会中被压制的政治参与意志被重塑、点燃和释放，遍布西方社会的 “政治陌生人”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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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泽：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陌生人”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流变以及政治传播价值


